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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性格优势和美德是源于“价值实践分类体系”同一架构中不同层次的概念。过去十年的研究表明性格优势对个体身心健康

和幸福感有积极贡献。但目前该领域绝大多数研究着眼于性格优势，而忽略了该体系中更普遍、更核心的美德。美德的结构差异

性可能阻碍了相关研究的进行和比较。本文认为“兼顾文化共通性与文化特殊性方法”可能是解决途径之一，并引用已有研究进

行佐证，发现亲和力、生命力和意志力可能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德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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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德（virtues）是全人类普遍赞赏的品质，是推

动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尽管美德在各种文化、

宗教、民族甚至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但它是全人类

所普遍向往的（Cawley, Martin, & Johnson, 2000）。

然而，传统的“美德”研究多存在于哲学和伦理学

领域，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近十年来，在积极心

理学思潮的影响下，科学有效的实验和测量手段使

得人们相信美德是全人类所普遍具有的积极力量

（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Seligman, Steen, 
Park, & Peterson, 2005）。

国内已有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过综述，张

宁和张雨青 （2010）总结了性格优势跨文化的普遍

性、对健康和幸福的积极贡献，以及年龄性别差异

等问题；而段文杰、李婷婷和张永红 （2011）则将

重点放在了性格优势和美德的测量工具（Values In 
Action Inventory of Strengths, VIA-IS）上，并对此工

具的信效度进行了检验与述评（段文杰 , 白羽等 , 
2011）。这些实证研究大多以 2009 年前的横断研究

为重点，详细讨论了“价值实践分类体系”中的性

格优势（character strengths），而忽略了美德。究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研究偏差（research bias）是

本文着力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因此，本文在简述理论背景的基础上，重点回

顾发展及干预领域的新进展，指出目前该领域存在

的研究偏差，并针对其原因及解决办法进行讨论，

力求为积极品质研究呈现一个全新的面貌，进而为

丰富其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思路。

2    基础：价值实践分类体系

“ 价 值 实 践 分 类 体 系”（Values In Action 
Classification）是由 Peterson 和 Seligman （2004）参

照《精神疾病诊断和分类手册》和《国际精神障碍

与行为问题诊断标准》提出的研究人类积极力量和

品质的基本框架。他们认为，只要在适当的抽象层

面去寻找，就肯定能找到人类文化中共同的、甚至

可能植根于基因中的美德（ubiquitous virtues）。因

此，美德是通过自然选择的作为解决种族生存和繁

衍等重大问题的必要手段（Dahlsgaard, Peterson, & 
Seligman, 2005;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Peterson 和 Seligman （2004） 邀请全世界 50
多位杰出的青年心理学家从对人类社会影响最为广

泛的哲学、宗教和文化体系中，提取了全人类普遍

具有的 6 大美德；然后通过“十条标准”进一步遴

选出培养这些美德的 24 项性格优势（见图 1），

国内已有文献对这一分类体系及标准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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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文杰 , 李婷婷等 , 2011; 何敏贤 , 袁雅仪 , 段文

杰 , 2014; 张宁 , 张雨青 , 2010）。培养并实践 24 种

性格优势是获得核心美德的途径，而美德是获得幸

福、健康且有意义人生的关键（Peterson & Seligman, 
2004）。这一框架不仅为心理学家提供了一套具有

多重文化背景且相对科学完善的分类体系，也为研

究者和普通大众在探讨与交流人类美德的问题上

提供了一致的术语（Duckworth, Steen, & Seligman, 
2005）。随后，Peterson，Seligman 和 Park 等人先后

编制了价值实践优势问卷（Values In Action Inventory 
of Strengths，VIA-IS）和青少年价值实践优势问卷

（Values In Action Inventory of Strengths for Youth，

VIA-Youth）。这些问卷的基本结构、信效度指标

和计分方式等在之前的综述中都有论述（段文杰 , 
李婷婷等 , 2011; 张宁 , 张雨青 , 2010）。在 VIA 及

VIA-IS 创立之初，研究者就认为它们并不是一成不

变的，需要根据未来的实证成果不断地修订和完善

（Peterson & Seligman, 2004）。最近，美国 VIA 性

格研究院根据近 10 年（2004 ～ 2013）对性格优势

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者的反馈，重新修订了 VIA-IS 和

VIA-Youth。在保持 24 项性格优势和 6 大美德基本

结构不变的基础上缩减题量，新增了 120 个题目的

缩减版 VIA-IS-120、72 个题目的精简版 VIA-IS-72
和 96 个题目的 VIA-Youth-96 这 3 个版本。

3   现状：“重”性格优势，“轻”美德

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以这些标准化测量工具开展

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以往的横断面研究发现，性格

优势与生活满意度 /快乐、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

一般心理健康、创伤后成长、学业成就和组织发展

等变量显著正相关（段文杰 , 李婷婷等 , 2011; 张宁 ,
张雨青 , 2010; Niemiec, 2013）。最新研究进一步发

现性格优势与自尊（Macaskill & Denovan, 2014）、

积极工作体验（Harzer & Ruch, 2013）、心理弹性

（Hutchinson, Stuart, & Pretorius, 2011）、健康行为

（Proyer, Gander, Wellenzohn, & Ruch, 2013）和生命

质量（Proctor, Maltby, & Linley, 2011）等健康心理变

量密切相关。

此外，性格优势对青少年的积极成长也起到一

定的促进作用。Park 和 Peterson （2006）认为孩子

的性格优势是家庭正向环境特质的反映，它能够促

进幸福感，抵御心理障碍。Gillham 等 （2011）发

现他人导向优势（如善良、合作等）较高的青少年

未来会表现出较少的抑郁症状，而自我超越导向优

势（如爱与被爱的能力、信念等）较高的个体在将

来会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在中国，段文杰等（2012）
发现积极养育方式、性格优势对孩子的心理和谐有

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其中性格优势的预测贡献率约

为积极养育方式的 1.9 倍。因此通过各种策略在家

庭和学校环境培养并增强青少年的性格优势是有益

的，能够使他们在提高抵御心理问题和疾病能力的

同时，获得较高的正向体验和更为丰富的生活意义

图1   性格优点与美德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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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tchinson et al., 2011）。

一些干预研究则有力地证明了性格优势对个体

身心健康和幸福感的促进作用。Seligman 等人设计

并实施的“识别并运用个人性格优势”干预策略被

认为是提高幸福感和丰盈人生的最佳方案。六个月

的每月一次的测试结果表明，“以一种全新的方式

运用自己的突出优势”能够最大程度地增加幸福感、

减少抑郁症状（Seligman et al., 2005）。但是，该研

究没有控制参与者预期（participants expectation）。

Duan, Ho, Tang, Li 和 Zhang （2014）在中国校园环

境内改进了该干预范式，更好地分离安慰剂效应。

18 周的干预结果发现，在排除参与者预期后，仅来

自优势训练组的参与者能够获得持续稳定增长的生

活满意度体验。以这些研究为基础，研究者们设计

了一系列基于学校、社区，甚至国家层面的更为宏

观的 “性格优势提升计划”，如“优势健身房（strengths 
gym）”（Proctor, Tsukayama et al., 2011）、“建造

未来希望（building hope for the future）”（Marques, 
Lopez, & Pais-Ribeiro, 2011），和“瑞士性格优势

项 目（zurich strengths program，Z.S.P）”（Proyer, 
Ruch, & Buschor, 2013）等。这些项目旨在通过“不

断实践（practice）”和“有意为之（intentionally）”

两个“持续幸福感模型”中的关键要素，不断提升

参与者的幸福感和身心健康（Lyubomirsky, Sheldon, 
& Schkade, 2005）。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有的研究都聚焦于积极

品质性格优势层面，却忽视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

美德层面，形成了很明显的研究偏差（何敏贤等 , 
2014; Ho, Duan, & Tang, 2014）。在价值实践分类体

系中，没有理由将研究仅仅侧重于一个层次而忽视

另一个层次。究其原因，可能是美德的结构差异性

阻碍了相关研究。

4    困境：美德的结构差异性

虽然“价值实践分类体系”及其相应的测量工

具均在理论上认为 24 种性格优势可以聚合为 6 大

美德，但到至今没有任何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点。Ho, 
Duan 等 （2014）梳理了德国、美国、印度、克罗

地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和非洲地区研究者基于“价

值实践分类体系”所探索出的美德基本结构，均得

出一个比较简单的结构（2~5 因子），少于理论构

想的 6 种美德。比如目前最接近 6 因素理论模型的

是 Peterson 等人探索出的五大因子：克制类美德、

智力类美德、人际类美德、情感类美德和灵性神学

类美德，分别对应于 6 个核心美德中的节制美德、

智慧与知识美德、仁慈和公正美德、勇敢美德及超

越 美 德（Peterson, Park, Pole, D'Andrea, & Seligman, 
2008）。克罗地亚 Brdar 等人采用同样的方法，调

查了 881 名在校大学生，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人际

优势（interpersonal strengths）、坚毅（fortitude）、

活 力（vitality） 和 谨 慎（cautiousness）4 个 因 素

（Brdar & Kashdan, 2010）。再如 Shryack 等人探索

出一个 3 因素模型：自恃（self-assuredness）、社交

（sociability）和自觉性（conscientiousness）（Shryack, 
Steger, Krueger, & Kallie, 2010）。

上述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

第一，各个美德与性格优势之间缺乏清晰的界

限（Kristjánsson, 2010）。Kristjánsson （2010） 认

为 Peterson 和 Seligman （2004）所提出的 VIA 分类

体系中，美德可以被认为是“核心美德”（cardinal 
virtues）， 而 性 格 优 势 则 是“ 亚 美 德”（sub-
virtues），两者可能仅仅是“量”而非“质”的区

别。Schwartz 和 Sharpe （2006）还认为 VIA 分类体

系无论在理论构念上还是在概念结构上，都没有直

接、正式、详细地给出性格优势与美德之间的关系，

这样就为美德的二级分类带来了诸多问题和矛盾。

Fowers （2005）进一步指出，VIA 对性格优势和美

德的二级划分忽略了美德发展的整体性，实际上美

德只有整体和谐地发展才能与人类的生活生动具体

地衔接起来。语义分析清楚地揭示出部分元素之间

存在不易区分的现象。如勇气（courage）是 6 个核

心美德之一，而勇敢（bravery）是24项性格优点之一，

研究者很难严格划分勇气与勇敢之间的界限。由此

可见，性格优势与美德可能只是同一概念在不同“量”

上的表现。

第二，不同的文化对表现同一美德和性格优

势题目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Ho, Rochelle et al., 
2014）。比如，“我从来不对外人讲我们团队的坏话”，

这在大多数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中国人看来是一种极

其普遍的社会预期，因此该题对测量公民性或团队

精神就会丧失一定的敏感度；又比如“我会践行我

的宗教信仰”，大多数中国大陆民众给予此题的分

数都非常低，因为该题不符合中国大陆“无神论”

的社会环境；再比如“当我听到有人说卑鄙的事情时，

我会提出抗议”，这在个人主义文化下，会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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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勇敢的性格优势，而在崇尚人际和谐的华人社

会，很少会有人这么做。这直接导致了这些题目虽

最大程度上囊括了性格优势的各个方面，却不一定

在各个性格优势上都是核心题项，也不是最核心、

最贴切的描述，即其载荷量也不一定高（何敏贤等 , 
2014）

5    出路：兼顾文化共通性与文化特殊性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跨文化研究中的

等价性。建立概念等价性和测量等价性是在不同文

化群体中进行该类研究的先决条件。目前，将标准

化的工具应用于其他语言和文化环境时，通常采用

直译—回译法，而这种简单的方法并不能同时考虑

到概念、度量标准、功能和语言上的等价性问题

（Kankaraš & Moors, 2010）。

社会行为科学通常用两种方法来检验文化

对个体行为和心理的影响：一是主位研究（emic 
perspective of ethnographers），倾向于以一种“立

足本土的视角”来描述本位文化（Malinowski, 
1922）； 二 是 客 位 研 究（etic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ists），认为文化的外部因素远比其“内部”

特点重要（Harris, 2001）。这两种方法各有其优势

与缺陷，所以研究者提出了兼顾文化共通性与文化

特殊性的方法（the combined emic-etic approach）来

发展具有跨文化特性的研究工具（Ho, Duan et al., 
2014; Ho, Rochelle et al., 2014），此方法具有两个

显著优势：一是使得具有“文化共通性”的题项能

够与现存的西方文化下的工具具有“可比性”，而

“文化特殊性”题项可以使这一工具的生态效度最

大化（Cheung, van de Vijver, & Leong, 2011）；二是

此方法得出的结论可以在其他文化中进行检验，因

此可以发展出适用范围更广的概念或理论（Ho & 
Cheung, 2007）。

Duan, Ho 等（2012）采用此方法，修订了 VIA-
IS 中文版，形成了包含 96 个题项的中文美德问卷

（Chinese Virtues Questionnaire，CVQ）。 探 索 性

因素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量表可以测量亲

和力（relationship）、生命力（vitality）和意志力

（conscientiousness）三大美德。进一步的心理测量

学检验发现，三个分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和重测信度，并且在男性与女性、学生与工人、

成年人与青少年、中国大陆被试与中国香港被试

等亚群体上表现出较稳定的因子结构（Duan, Bai et 

al., 2012; Duan, Ho, Bai, & Tang, 2013; Duan, Ho et al., 
2012; Zhang, Duan, Tang, Gan et al., 2014）。随后的研

究表明亲和力、生命力和意志力与希望、感恩、生

活满意度、殷盛、心理韧性、创伤后成长等积极心

理变量显著正相关，与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

知觉到的压力、总症状指数、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等消极心理变量显著负相关（Duan, Bai et al., 2012; 
Duan & Guo, 2015; Duan, Guo, & Gan, 2015; Duan et 
al., 2013; Duan, Ho, Siu, Li, & Zhang, 2015; Tang, Duan, 
Wang, & Liu, in press; Zhang, Duan, Tang, Gan et al., 
2014）。最近一项表达性写作（expressive writing）
干预研究发现，高生命力组的参与者能够获得显著

的生活满意度改善，且其增长幅度显著高于低生命

力组（Yang, Tang, Duan, & Zhang, 2015; Zhang, Duan, 
Tang, & Yang, 2014），这暗示个人美德可能会增进

部分干预手段的疗效。这些结论虽然有限，但基于

美德对个体身心健康和幸福的潜在贡献，相信随着

越来越多实证研究的开展，个人美德在健康科学领

域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6    展望

关于美德的研究刚刚起步，未来的研究应该着

重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美德与性格优势的关系。根据两者关系

的争论及近 10 年的实证研究，有一定理由质疑“美

德”与“性格优势”的分类与界限。因此，两者在

概念上可能不是远离的，反而是相近，甚至是类似的，

都是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或“积极心理资源”。

在韦氏词典中，“virtue”除了被解释为“道德上的

卓越（美德）”外，还被认为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品

质或特性（长处）”。本文仍采用“美德”这一为

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的具有中西文化的共通性的翻译，

为跨文化的比较和研究提供基础。但未来研究需要

在明确“性格优势”与“美德”的关系后，寻求一

个更为确切的术语。

第二，美德的内部结构。目前，性格优势与美

德研究主要是由西方积极心理学家发起并进行的，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以“价值实践分类体系”为基础。

因而研究范式也多受到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以

及“实用主义”的影响（Lazarus, 2003），但并非所

有的文化都重视这样的思想，甚至有些文化并不认

同这样的价值观（Banicki, 2014）。因此，目前的分

类体系是否遗漏了某些美德还不得而知，需要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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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去研究。正如，彭文会和黄希庭 （2013）所述，

未来的研究可能要超越“价值实践分类体系”的范畴，

进一步探索个体美德的基本结构。

第三，美德的外部效度。通过兼顾文化共通性

与文化特殊性所获得的美德结构可能具有普遍性和

跨文化一致性。最近 McGrath（in press）基于心理

和文化的整合视角，使用不同的测量工具探索美德

的真正结构。结果发现，1070549 个英国样本表现

出与此类似的三大美德：关爱（caring，对应于亲和

力）、求知欲（inquisitiveness，对应于生命力）和

自我控制（self-control，对应于意志力）。但是，这

些仅仅是间接证据，未来还需要进行更为直接的跨

文化研究和分析更为严格的跨样本，进一步检验因

子不变性。

第四，美德研究的方式方法。在美德结构的研

究中，自陈式问卷测量是主要形式，因素分析是主

要方法，它们对于理解美德有重要作用；但若要深

入理解美德的特点，获得一致且稳定的美德结构，

则有必要采取更加多元化的研究形式和方法进行交

叉验证。未来研究可考虑纳入更多的典型个案访谈、

行为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对由因素分析所获的美

德基本结构进行补充完善；运用横断研究和纵向研

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基于个体发展历程来考察美

德的发生与发展；引入行为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的

研究方法和工具，从基因表达和神经生理结构上进

一步探索美德结构的生物学基础。

第五，美德的积极功能与基于美德的干预策略。

美德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个体获得能够提高健康

与幸福的能力，因此，美德不仅仅是一个结构，更

是一个过程（喻丰 , 彭凯平 , 董蕊 , 柴方圆 , 韩婷婷 , 
2013），研究者在研究其结构的同时，也应该探究

这些品质与其他心理变量（如注意偏向、记忆、情

绪情感等）和情境的相互作用，比如拥有不同美德

的个体，在面对同样压力情境时会有怎样不同的表

现等。以中国大学生为对象的初步研究发现，在面

对日常压力时，具有高生命力的个体通常知觉到较

小的压力，并表现出较少的身心症状；而具有高意

志力的个体无论在何种压力环境下，均表现出较少

的身心症状（Duan, Ho et al., 2015）。未来研究可以

在此基础上开发出能够帮助个体增强这些积极品质

或运用这些积极品质抵御不良情境的干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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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rtue is a eternal pursuit across all time and continents in human. However, it was been studied and scrutinized under the scope of 

philosophy and ethics. That had been impeding the development of virtue until Peterson, Seligman, and their colleagues proposed a system of virtues 

as a major personal resource for enhancing well-being, Values In Action Classifi cation (VIA). The system of virtues consists of 6 core virtues (wisdom/

knowledge, courage, humanity, justice, temperance, and transcendence) and 24 character strengths. Corresponding measurement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tested around the world and across all age group.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researching and investigating,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results 

about it has proven its true value. Studies have consistently indicated that virtu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character strengths a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psychological symptoms. Some characteristics based intervention have been proven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Various programs 

in different levels have been established aimed to use characteristic as core agents to facilitate the well-being of people. Nevertheless, inconsistency of 

the structures of the VIA has been demonstrated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 possible reason may be that current studies have a strong bias 

toward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ngths and psychological outcomes. The limited research on virtues may be partly attributed to several 

issues related to virtue assessment or virtue structure. The cultural invariance of the virtue classifi cation proposed by Peterson et al has recently been 

examined in different cultures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various structures of virtues were obtained. The fi rst issue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2-tier 

system (virtues vs.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the second is the culture-related understanding of items of different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The 

Etic-Emic Approach which is the combination of Emic Perspective of Ethnographers and Etic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ists was recommended in 

these multicultural studies, which entail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ross-cultural measurement for ensuring the conceptual equivalence, metric 

equivalenc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and linguistic equivalence. Generally, it requires identifying the universal items (ie, etic items) fi rst, and then 

locally relevant items (ie, emic items) are added to the established etic instrument to form a combined and new instrument. Duan, Ho, and their 

colleagues adopted this approach to reduce the culturally inappropriate items and developed a 96-item Chinese Virtues Questionnaire to measure 3 

virtues among the Chinese. Confi 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suggested 3 well-established and culturally meaningful virtues, 

namely, relationship, vitality, and conscientiousness. Subsequent studies implied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three virtues to mental health. Future studies 

should have fi ve possible directions:(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rtues and characteristics, (b) The inner structure of virtues, (c)The external validity 

of virtues, (d) The investigation of virtues,(e) The positive function of virtues and virtue based intervention.

Key words   virtues, character strengths, values In action classifi cation, Chinese Virtues Questionnaire, positive psychology


